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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符号学角度看，所有的“立象”都属于人类符号活动。“象”的起源远远早于《周易》，最

早的广义的“象”的形式不是卦象，而是音乐、绘画和文字，即所谓“声象”、“形象”和“言象”。摹仿与巫术

是“声象”和“形象”出现的原动力。在“声象”与“形象”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言象”，一方面具有“声象”和

“形象”的拟真性；另一方面，也承袭了“声象”与“形象”的巫术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涉及的是“书”、

“言”、“意”三者的关系。而玄学家王弼的“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已经把卦象与爻辞的关系暗自转

换成了“言象”与“形象”的关系，从而为讨论真正的“文学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王弼的主张是对于老庄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包含了为道日损的精神实质，也涵盖了“心斋”、“坐忘”的主体哲学。

［关键词］　符号学；“言”；“书”；“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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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曾转述生物学家
乌克威尔的观点：“每一种生物体都是一个单子式
的存在物，它有它自己的世界，因为它有着它自己
的经验……两类不同的生命体的经验———因此也
就是这两类生命体的实在———是彼此不能比较
的。”［１］［ｐ．３１］卡西尔的着眼点当然不是乌克威尔的
生物学原理，而是旨在强调“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
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
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

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
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
活在更为广阔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
在性的实在之维中”。［１］［ｐ．３３］符号不仅是人类经验
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全面呈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重
要实践活动。在当代学术界，不少学者以“言象之
辨”为切入点，把意象视作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
畴，对魏晋时期言、象、意之争所具有的美学意义
加以剖析。在我看来，这种研究虽加深了我们对
中国诗学的理解，但因为忽略了“立象”本身具有
符号行为性质，所以也多少贬低了“立象”在整个
审美实践中所具有的美学价值，甚至遮蔽了“意
象”所具有的本体意义。

一
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人类的经验世界既不同

于客观世界，亦不同于其他生命种属的经验世界，

那么，我们就应该确立一种复合型的观念：人类对

于世界的反映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反

映；世界以象的形式进入人类的意识系统或者进

一步呈现为人类的符号系统，也都是具有主体性

的；象的主体性或者表现为人类感觉世界的自身

特性，即受限于人类感官和知觉特性而不能不具

有的局限，或者表现为人类对于这种感觉的经验

叠加、情感投射和观念重组。故而，以符号学的立

场来审视“象”，即便“象”有两个来源或者两种属

性———对于物质世界的抽象概括之“象”和对于主

体心理、情感、意识世界予以形式呈现之“象”，但

说到底，“象”作为人类的符号形式，主体性始终作

为一个先在的前提而存在。换言之，所有人类创

造之“象”，其性质则都是“意象”。

强调人类创造之“象”皆属于“意象”，是在本

体论层面对于“象”之性质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

而我们知道，不论是自然存在之物还是人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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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若上升到价值论层面，就一定会凸显出体用
不二的特性。如马克思所言：“从理论领域说来，
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
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
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
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
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
的一部分。”［２］［ｐ．９５］而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加工，
既可以是对于对象形态、性质的改变，也可以是借
助符号系统所进行的一种观念上的组织和加工。
因为“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
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
界中直观自身”。［２］［ｐ．９７］“象”作为人类创造的符号
形式，显然具有人类复现自己和直观自身的功能。
有些学者认为：“将‘象’跟表意的功能相联系，当
起于《周易》的卦象。”［３］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
实的。“象”的起源远远早于《周易》，最早的广义
的“象”的形式不是卦象，而是音乐、绘画和文字，
即所谓“声象”、“形象”和“言象”。其中，作为“言
象”的文字，其产生又晚于作为“声象”和“形象”的
音乐和绘画。比如，中国可以确证的文字产生时
代是殷商，但从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在
舜的时代就有了较为成熟的音乐；从考古发现可
知，音乐和绘画出现的时代还要更早，如重庆奉节
出土了１４万年前的乐器。正因为“声象”早于“言
象”，故而，在文章、文学还不够繁荣的春秋时期，
音乐已经成为具有普及性的艺术形式，这正是构
成先秦诸子之“中和”观念主要以音乐作为讨论对
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我们不把《周易》之卦象视作最早的“意

象”，就有必要略加讨论由“声象”、“形象”过渡发
展到“言象”的进程。早期音乐作为“声象”、绘画
作为“形象”，原本依赖于声与形皆具有通过简化
达到拟真目的的属性。如德谟克利特所言：“许多
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摹仿禽兽，作禽兽的小学生
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
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
歌。”［４］［ｐ．１１２］虽然，把艺术这样一种人类高级的精
神创造归结为对于动物的摹仿，多少有简单化的
倾向，但原始音乐及绘画又的确具有摹仿的因素。
我们这里探讨的不是艺术起源的问题，而是要说，
当人类以“声象”来模拟自然之声，以“形象”来模

拟自然之形，从操作性上讲，遵循的是一个删繁就
简之后再由简而繁的原则。删繁就简表现了原始
人创造“声象”与“形象”直接的功利目的，如中国
北方游猎民族使用的鹿哨，作为一种拟声工具，古
代女真人和契丹人都曾用以狩猎，在今天鄂温克、
鄂伦春、赫哲等民族依旧在使用；由简而繁则出于
表达更加复杂的事件、活动以及原始巫术功能，如
半坡部落制造的人面鱼盆。又如萨满巫师的音
乐，除了具有相对固定的曲调、节拍、表演程式、表
现内容，其乐器形制也更趋复杂：

目前能够确认的乐器有：（１）神鼓（满语
为“尼玛琴”），满族萨满使用的神鼓有两种
类型：一种是古代筛形单面鼓，俗称“抓鼓”；
另一种为近代团扇形单面鼓，这种鼓又因有
的地区萨满跳神叫做“跳太平神”而被称之
为“太平鼓”。（２）抬鼓（满语为通肯），原始
的通肯并不具备鼓的形制，只不过是在地上
打进４个木桩，用牛皮或桦皮包上，然后用棍
棒敲击，近代演变成东北民间大鼓的样式。
（３）腰铃（满语为西沙），原始腰铃为石制或
骨制，现多为铁制，形状呈长喇叭筒形，萨满
跳神时佩于腰间，以臀部平行晃动而产生有
节奏的响声。（４）晃铃（满语为轰勿）。（５）
拍板（满语为恰拉器），类似于汉族拍板的一
种打击乐器。［５］

而云南红河彝族祭司呗耄“‘敬神’类唱腔有
‘作呆喉’即‘献饭调’，‘真莫呆喉’即‘祭星调’，
‘合欧喉’即‘招魂调’三种唱腔”。［６］“鲁奎山的原
始宗教音乐，按使用场合来分，有丧葬祭祀音乐和
叫魂送鬼音乐两种；按形式来分，有祭祀歌曲和祭
祀器乐曲两类。祭祀歌曲有丧葬祭祀中的贝玛歌
和叫魂送鬼的资摩歌；祭祀器乐曲指丧葬唢呐吹
打乐曲中专用于祭祀的曲调。”［７］由此可见，原始
巫术意识的介入，使得原始音乐作为人类创造之
“声象”变得复杂起来。
当音乐作为“声象”、绘画作为“形象”出现之

时，在严格意义上讲，没有文字相对应的语言还属
于无象之声。作为“言象”的文字之所以能够产
生，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口头语言是随时产生
而又随时消逝的，口头语言所承载的意义受到口
耳相传的局限，若不能赋予其物态化的形式，则要
么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要么与时俱逝、归于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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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声象”与“形象”的创造过程中，锻炼了主
体的辨声别形、拟声造型、融合声形等诸种能力，
进而创造出合“声象”与“形象”为一体的“言象”，
即象形文字。在“声象”与“形象”基础上创造出来
的“言象”，一方面具有“声象”和“形象”的拟真性，
如“《诗经》中象声词的构成有三种形式。单音式
（殷、镗、喈）、双音重迭式（关关、许许）、迭韵式（绵
蛮）。以双音重迭最为常见”。［８］另一方面，也承袭
了“声象”与“形象”的巫术性。所以，对于文字，人
们存有一种敬畏之情。如汉民族有“仓颉造字，鬼
夜哭”的传说，亦有爱惜字纸的传统。象形文字除
对于“形象”、“声象”进行了加工概括之外，同时，
在象形文字基础上形成的书面语言也更能准确地

表达主体对于“声象”及“形象”的一般认识。
由“声象”、“形象”到“言象”的发展是一个互

动促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言
象”的生成、发展、成熟并不阻碍作为“声象”的音
乐以及作为“形象”的绘画继续按照其各自内在的
规律向前发展，相反，音乐与绘画对于作为“言象”
之高级形态的文学始终具有巨大且积极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韵味说、声律说、格调说、声
病说、知音说、天籁自鸣说等，皆强调了文学创作
与音乐的审美规律有着紧密的关联；而绘事后素
说、穷形尽相说、芙蓉出水及错彩镂金说、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说、境界说等，皆指出文学实践亦与绘
画之审美规律有着内在关系。如汉代扬雄在《法
言·问神》中所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
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
情乎。”李轨对这段话的注释说得就更加清楚：“声
发成言，画纸成书，书有文质，言有史野，二者之
来，皆由于心。”

二
在我们梳理过由“声象”、“形象”到“言象”的

发展轨迹及内在关联之后，我们不仅对于甲骨象
形文字的性质有了一个总体把握，亦可借此过渡
到对于《周易》卦象、爻辞的认识和理解上来。《周
易》所谓爻辞与卦象之关系，究其实质，是以“言
象”来对“形象”作出阐释。在此我们应充分注意，
“言象”之所以能够阐释“形象”，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是，“言象”与“形象”中都包含了“象”，无论“言
象”还是“形象”，都是一种以“象”显示“意”的方
式。故而，《周易·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
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对此，玄
学家王弼的注释是：“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
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
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结合
系辞与王弼的注释加以分析，我们便可看出来，
“圣人立象以尽意”所立之“象”为卦象，“尽象莫若
言”指的是通过“言象”（即文字）可以对卦象之意
义进行最大限度的阐释。
学界不少研究者只注意到了王弼注释的影响

之大，而忽略了深究其逻辑链条上所缺失的一环。
我们再来细加分析。“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涉及
的是“书”、“言”、“意”三者的关系。“书”就是我们
前文所讲的“言象”，即文字或者诉诸媒介材料的
文章，“言”是口头语言，即我在前面讲到的“无象
之声”，“意”即主体意欲表达之思想和情感。“书
不尽言”的原因大体有二：（１）书需要借助媒介材
料来获得一种物化的形态，而上古之时，以龟甲、
刻刀为书写工具，其简陋艰难可想而知。故由甲
骨文字到铜器铭文，“书”的表现形式始终有着局
限性，始终以简约的形式呈现而不可能“尽言”；
（２）“言象”非言，“言象”只是对于部分口头语言所
作的图式表达，早期的文字主要是这种图式表达，
它更擅长于描绘具体之物，如日月山川、草木虫鱼
之类，却不易描绘外在世界具有整体性的对象以
及主体内在的复杂感受，如天地风雷、顺境逆境之
类。概言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讲的是口头语
言本已不能完整地表达主体的意识，而书面文章
因其不能把口头语言全部记录下来，则更难于把
主体的情感和思想完全呈现出来。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圣人通过
立象来表达思想情意，设制六十四卦爻来穷尽所
要表达的真伪。圣人所立之象即《周易》中的卦
象，卦象不同于普通的“声象”、“形象”和“言象”，
卦象是对于三者的超越，故其具有了别样的特征：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
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
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
之报。［９］［ｐ．３６２］

我们可以说《周易》的卦象既不是文字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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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亦可以说它既是文字也是图画。正因其具
有“言象”与“形象”的一般特征，即具有直接诉诸
主体的视觉的感性形式，因而，这种特殊的“象”的
形式可以与主体之外的感性世界产生一种想象的

联系；但卦象的形式显然又不同于作为“形象”的
绘画和作为“言象”的文字，相比之下，卦象更具有
抽象性，它并不是对于外物所进行的形式上的简
化和概括，而是通过线条之断与连以及线条与数
字之间形成的排列组合关系来与主体意识以及外

在世界构建起一种诗意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周易》的卦象的确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意象。
那么，王弼注释究竟缺少了逻辑上的哪个环

节？如上所述，孔子所讲的“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其中的“言”是与“书”对举的，也就是指口头
语言；而王弼的“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其中
的“言”指的是《周易》中的爻辞，也就是对于卦象
的解释之言，属于书面语言，即我们上面所说的
“言之象”。通过这样一个概念的偷换，王弼已经
把卦象与爻辞的关系暗自转换成了“言象”与“形
象”的关系。尽管王弼实际上采用的是六经注我
的话语策略，但通过建构“言象”与“形象”之关系，
实际上为讨论真正的“文学性”提供了一种可能，
从而也开启了建构意象诗学理论的先河。

２００多年以前，意大利学者维柯在看到中国
的龙图腾图案和象形文字时，感觉到一种震撼，他
说：“这一点值得惊讶，中国和雅典这两个民族相
隔这么久又这么远，竟用同样的诗性方式去思考
和表达自己。”［１０］［ｐ．２０９］王弼对于“言象”与“形象”
之间关系的重视，与维柯所看到的有相通之处，就
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当“言象”之文章与“形
象”之画面结合时，其实质在于主体用诗性的方式
来思考和表达自身。正如高尔泰先生所说：“周易
之中的‘易象’是一种抽象，又是一种具象；既是哲
学的精义，又是艺术的精义。卦、爻、象形文字是
介乎哲学与艺术之间的象征性的东西，但它们是
中国艺术的雏形。”［１１］［ｐ．３０４］

三
虽然王弼曾强调指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

言”，但在他看来，言与象皆为“尽意”之手段与途
径，《周易》之卦象与爻辞都是表达圣人之意的媒
介，媒介不等于本体，卦象和爻辞不等于圣人之
意。如果主体一味沉迷于卦象，拘泥于爻辞，则在

根本上违背了圣人立象尽意之良苦用心。所以，
王弼认为：“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
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乃非其象也。”
这个观点其实是王弼“崇本息末”之“贵无论”的具
体展开。道之性状原本于无，立象尽意与以言尽
象皆属于不得已而为之，《周易》之卦象只是对于
道的象征或者譬喻，使用的是比兴手法。其一，与
没有局限性、无始无终的道相比，言与象说到底是
形而下的；其二，言、象与道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
的关系，言、象借助于道而具有价值，而道并不依
赖于言、象来获得意义。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
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
之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
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
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
而弃筌蹄，胥得意而忘言之谓也。［１２］［ｐ．１２］

“到岸舍筏，见月忽指”本于禅宗，“获鱼兔而弃筌
蹄”源自《庄子》，皆用以区别工具与本体之差异。
钱先生认为此种道理有类于《庄子》之寓言，大小、
正奇、短长、恒变之象皆用以说明不变之道，之所
以用各类比喻来说明同一个意思，就是为“防读者
之囿于一喻而生执着也”。［１２］［ｐ．１３］钱锺书先生的这
种看法既来自王弼对《老子》三十八章所注：“不德
其德，无执无用”，实际上也是佛家禅宗所谓“念念
不绝而又不执著于一念”的化用。
用王弼自己的话来说：“义苟在健，何必马乎？

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
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周易略例·明象》）
《周易》以马牛譬喻乾坤之道，马牛仅仅是一种喻
象，乾坤之道并不依赖马牛而存在。道之本于无，
言、象之本于有，崇本息末，只有对于言、象加以解
构，才有可能接近道的本体。王弼对于言、象的解
构所借助的手段是“忘”：“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
意而忘象。”在他看来：“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
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
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
也。”王弼讲的“忘”在精神实质上是老子的“为道
日损”，在实践层面则是庄子的“心斋”和“坐忘”。
先来讲王弼如何理解老子的“为道日损”。

“为道日损”出自《老子》第四十八章，王弼注：“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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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反虚无也。”老子自己对“为道日损”有进一步说
明：“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
子》四十八章）王弼注：“有为则有所失，故无为乃
无所不为也。”楼宇烈校释引王弼对《老子》三十八
章注以求互文：“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
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下德求而得之，
为而成之……求而得之，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
有败焉。”［１３］［ｐ．１２８］形而上之道不可以求得，亦不可
以通过有意为之而成就。
表面上看，“圣人立象以尽意”与“得意忘象”

及“得象忘言”之间既存在着因果关系，意为根本，
言、象为末端；也存在着逻辑悖论，愈是执著于象
和言，距离真正的道愈遥远。但从符号学的角度
分析，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符号的性质。
一方面，卦象既不是普通的绘画“形象”，卦象只是
道的喻象，是道的象征，而不是道所必然对应的形
式；另一方面，爻辞也不同于一般的建基于概念命
名的“言象”。卦象之所以能够与爻辞统一为一个
整体，其内在肌理实乃取决于卦象是具有艺术性
的符号，是一种特殊的意象。苏珊·朗格曾经对
艺术符号与一般符号加以比较：“艺术符号是一种
有点特殊的符号，因为虽然它具有符号的某些功
能，但并不具有符号的全部功能，尤其是不能像纯
粹的符号那样，去代替另一件事物，也不能与存在
于它本身之外的其他事物发生联系。按照符号的
一般 定 义，一 件 艺 术 品 就 不 能 被 称 之 为 符
号。”［１４］［ｐ．１２７］以《周易》之乾卦为例，阳爻相叠不等
于外在自然之天，亦不等于内在无形之天道。把
天或者天道与阳爻相叠联系起来，从根本上讲，来
自主体的想象活动。
再来看庄子的“心斋”、“坐忘”。“心斋”一词

出自《庄子·人间世》，原文为：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

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
易之者，皞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
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
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
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
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
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坐忘”一词出自《庄子·大宗师》，原文为：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
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
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
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
“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
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
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
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
乎！丘也请从而后也。”

此处写颜回和孔子的问答对话，是寓言体，旨在借
孔子、颜回之口阐述道家观点。对于这两段文字
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不少学者认为“心斋”和
“坐忘”虽然不出于《庄子》中的同一篇目，但这两
个术语可以结合起来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心斋”和“坐忘”之间，既存在着一个发生
时间的先后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我认为，“心斋”和“坐忘”可以分层来看。首

先，“心斋”就是斋心，是一种由祭祀之斋引申而来
的比喻。我们可以理解为与“素心”、“虚心”、“清
心”、“戒心”、“诚心”等有密切关系的概念，不过，
庄子对“心斋”的解释是“若一志”和“虚者”，“虚”
与“无”“空”近义互文，与“实”、“有”相对反衬。故
而，“心斋”可以理解为“聚精会神”与“虚怀若谷”
的高度统一。其次，心斋带有很明显的道术色彩，
“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形成了由形
而下到形而上的三个层次。“听之以耳”是感知对
象，“听之以心”是认识对象，“听之以气”是通过解
构自我来直观对象。“听之以耳”溺于五音，“听之
以心”囿于七情六欲；前者弊端在于不能忘象，后
者弊端在于不能忘己（包含了不能忘言），只有“听
之以心”才真正是忘象与忘己的融合。所以，庄子
所谓“虚者”不仅指虚化对象，也指虚化自我。再
次，尽管“心斋”包含了虚化对象和虚化主体两个
方面，但主旨还是在讲主体如何看待和把握外在
的世界，斋心的目的是以虚应实。

“坐忘”也包括三层功夫，即“忘仁义”、“忘礼
乐”和“坐忘”。或者说，“坐忘”是比“忘仁义”、“忘
礼乐”更高一层的境界。首先，在儒家看来，仁义
为道德之根本，礼乐为仁义实现之途径及方法；庄
子提出要忘仁义，其意近于忘记“目的”，“忘礼
乐”，其意近于忘记“方法”。其次，无“目的”和无
“方法”都还是指向外部世界的，把两者统一起来

·５５１·　第１期 苏保华，等：　从符号学角度看玄学美学之“言”“书”“意”“象”　



之后，则势必涉及主体对于自身的把握，即马克思
所说的“人是人的对象”，没有目的性和不受方法
制约的主体就是绝对自由的主体，这种绝对自由
的主体从本性上来说，就是“虚无”。故而，“坐忘”
从表面看是讲如何忘记心灵之外的一切，如仁义、
礼乐和自我，但说到底，其主旨是讲主体如何对待
自己的心灵，如何使心灵保持一种自由不羁的
状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声

象”、“形象”和“言象”都属于意象，都是人类创造
的符号系统；其二，魏晋玄学家王弼所讲的“言”不
同孔子所讲的“书不尽言”之“言”，而是指书面文
章，王弼所谓得象忘言和得意忘象已经初步涉及
艺术符号的基本特性；其三，王弼的主张是对于老
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包含了为道日损的精神
实质，也涵盖了“心斋”、“坐忘”的主体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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